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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渡荒”: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
“一两米节约运动”的实践及启示

*

孙钦梅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1949 年，中国在进入转折年代的关键时期暴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新生人民政权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

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适时制定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重要救灾方针，中央人民政府有计划地执行了救灾

运动与节约运动相结合的政策，在政府各机关广泛开展一两米节约救灾运动，同时依托新成立的内务部成立中

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作为运动指导组织机构。各地政府机关、团体和军区系统积极响应，并逐步扩大到社

会各界人民群众，掀起了全国一两米节约救灾及节约捐助的热潮。这一运动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国家救灾物资不足的缺陷，救济了大量灾民，增强了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彰

显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和危机治理能力。运动取得的一系列宝贵经验也为此后救灾防灾工作的开展

与完善提供了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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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宣

告诞生，中国由革命年代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但

国家建设任务却异常艰巨，不仅要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建设和治理工作，

还要在执政资源匮乏的情形下，应对全国普遍严

重的自然灾害的挑战。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适

时制定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重要救灾方针，

不仅取得了与灾情斗争的胜利，而且赢得了民心，

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目前，学术界围绕“生产救

灾”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对“节约救灾”问

题相对重视不够。事实上，“节约救灾”贯穿了中

国共产党整个救灾工作的始终，并发挥了重要作

用。1949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一成立，

即决定在中央机关开展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①救

灾运动，同时成立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作为

运动指导组织机构。1949 年 12 月 19 日，周恩来

·12·

*

①

收稿日期: 2021-07-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节约运动与新中国国家建设研究( 1949 1966) ( 17BDJ049)

作者简介: 孙钦梅( 1981-) ，女，山东临沂人，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党史、国史研究。
旧秤 16 两为 1 斤。



以政务院总理名义发出指示，号召机关干部带头

响应中央人民政府一两米节约救灾运动的倡议，

开展节约互助运动。1950 年 3 月，中央救灾委员

会鉴于“一两米节约运动”已取得的成绩及各地新

灾情的不断发生，决定把它推广到各界群众中，从

此掀起了全国一两米节约救灾运动及各种节约募

捐的热潮。这一运动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曾两

次延长运动期限，展现出其在国家救灾工作体系

中的重要作用，成为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节约救

灾的典范，彰显了一个先进政党强大的动员能力

和危机治理能力。这种形成于革命年代的危机治

理方式不断与时俱进，致使我们党在建设、改革时

期乃至新时代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和挑战。本文

主要对 1949 1950 年“一两米节约运动”的历史

开展过程及成效影响进行论述，并从中探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节约救灾机制特点及经验启示。

一、“一两米节约运动”的产生及发展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普遍严重的自然灾害

成为和平建设中的最大困难，考验着中国共产党

的危机处理能力和执政能力。党领导下的人民政

府把救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适时制定了

“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重要救灾方针，领导全国

上下开展了一场普遍深入的“一两米节约运动”及

各种节约募捐活动。

( 一) “一两米节约运动”的发端

1949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即遇到了十几年所

未见的严重自然灾害。这一年，旱、冻、虫、风、雹、
水、疫等各种重灾在全国范围内连续发生，尤以水

灾最为严重，为 1931 年大水灾以来所未见。据内

务部统计，该年全国受灾面积约 12 787 万亩，受灾

人口约 4 555 万人，粮食减产 114 亿斤，灾情遍及

全国 16 个省、区，498 个县市的部分地区［1］1。河

北、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平原 6 省灾情尤其严

重，灾民生活普遍陷入危机［2］62。其中，华北灾区

人口达 800 多万，被淹土地达 2 700 万亩［3］。至

1950 年，灾情形势依然严峻，受灾面积达 15 018
万亩［2］53。1949 年，灾荒的累积效应并导致 1950
年的春荒现象，受灾人口多达 4 920 万［4］。如此严

重的灾情，不仅把众多的灾民推到了死亡边缘，而

且给社会稳定与经济的恢复发展造成极大困难，

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也是一个严峻考验。此次

重灾发生，究其原因，从自然方面来看主要是 1949
年夏秋之间雨量集中，汛期提早，长江、淮河、汉水

及河北省各河干支流都发生严重的决口和漫溢。
但“人祸”亦是重要因素。水灾最严重的地区均为

新解放区和收复区，这些地区以往在国民党统治

下，水利建设无从谈起，河堤常年失修、一触即溃。
国民党军队在溃退时为阻止解放军南进，又恣意

破坏河堤河防。再加上匪患烧杀抢掠，地方粮仓

多被毁坏，农民耕牛、粮食、财物多被抢劫，民无储

蓄，不少农村经济处于破产状态，一遇上自然灾

害，人民几乎毫无抵抗力。
与国内普遍严重的自然灾害并存的情形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
1949 年，许多地方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各项事业百

废待举。全国大部分地区也基本上没有正规的税

收制度，国家财力很有限，政府财政出现大量赤

字。资料显示，1949 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相当

于 303 亿斤的小米，支出却达到 576 亿斤小米，收

入约占支出的一半［5］。1949 年 11 月 18 日，陈云

在《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财政收

入，四个月来是一亿八千八百万元 ( 旧币，1 万元

折合新币 1 元，下同) ，总收入只占总支出的百分

之三十四点六，赤字数目是三亿五千五百万元，它

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五点四，也就差不多是支

出三元，收入一元，赤字二元。”［6］政府收入远远不

敷支出。

面对严峻的灾情，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局、华

北军区率先发起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运动，以支

援灾区。1949 年 9 月 13 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

所属机关单位开展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①救灾运

动，同时继续深入开展节约反浪费运动。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均分别成立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作

为“一两米节约运动”以及机关节约与反浪费运动

的指导组织机构。运动采取自愿方式，全体工作

人员不分供给制、薪给制均可参加到运动中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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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政府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一般享受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供给制分配制度，并且考虑物价

经常有波动，以小米市斤作为计算薪资的单位，以保障实际生活水平。根据 1950 年 1 月 20 日政务院通过的中央直属机关

新参加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规定，科长级每月的薪金是小米 360 斤至 600 斤。



根据各自力量，自愿捐输。时间自 1949 年 9 月起

至 1950 年 2 月底止，为期 6 个月［7］。9 月 12 日，

华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开展每人每

日节约一两米运动的号召，要求节省一切可以节

省的开支以救济华北地区遭受各种灾难的同胞。
13 日又指示所属各部队具体办法，强调运动必须

由党委掌握，坚持群众自觉自愿的原则，反对以命

令的方式强迫群众执行。同时要求研究节约的办

法，以及拟定 6 个月内可以节约捐助灾民的款项

数字等［8］。9 月 14 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号召

所属各部处全体工作人员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开

展节约一两米救灾运动。各支部立即召开讨论

会，全体工作人员一致响应这一运动［9］。
华北人民政府一级各机关、华北局与军区系

统首先响应这一运动，所属工作人员踊跃捐输。
1949 年 9 月份，华北人民政府秘书厅、检察院、法

院、司法部、水委会、合作委员会、公安部、人民银

行、财政部、企业部、教育部、民政部、工商部、农业

部等，总共捐小米 14 700 斤，人民券 3 029 621 元，

衣物 618 件，鞋袜 77 双，帽子 40 顶，布 2 丈 3 尺。
在节约捐献救灾中，实际上都超过了一两米的原

定数目，捐额都在 5 斤左右，有的部门甚至高达 50
斤以上，有的还捐出了棉衣、津贴、保健费与年老

优待金［10］。河北省军区早从 8 月 20 日起即开展

了大灶每人每日节约一两米、中小灶节约二两米

的节约救灾运动。为解决群众麦种困难，全军从 9
月 15 日开始减吃一半细粮，并在自觉自愿的基础

上开展个人献金献物运动。不少人将自己长期积

蓄下的现款、衣服、鞋袜、毛巾等物献出。仅据 8
月 20 日至 9 月底 40 天的统计，共节约现款人民币

7 080 686 元，小米 94 492 斤，小麦 2 957 斤，马料

5 149 斤，以 及 大 批 衣 物、木 柴、马 草、日 用

品等［11］。
各省市政府机关也积极响应节约一两米救灾

运动的号召。北平市人民政府于 9 月 28 日在接

到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开展节约救灾运动的快

邮代电后，向市民政局发出第 471 号令，要求按照

过去渡荒经验，积极响应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深入

开展节约救灾运动、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运动的

倡议［3］。这一运动被推广到各直属单位，北京市

各县救灾委员会及北京市民政局代收的救灾物

资，计有中央各机关节约救灾款 14 亿元，节粮折

款 10 亿元，节粮 202 417 斤，衣物 55 557 件，这些

救灾款及北京市募捐的救灾款 2．3 亿元并于年内

被寄至华东军政委员会转发苏北、山东等地，用于

对重灾区的救济［12］。察哈尔省委于 9 月 26 日向

全省发出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号召全省各

机关、部队自 9 月份起，立即普遍开展一两米的节

约救灾运动，暂以半年为限，省内非灾区同胞也要

开展每人每天节约一把米救灾的运动。绥远省府

于 9 月 21 日发布紧急指示，要求各县区积极响应

华北局号召，由县长负责成立节约救灾委员会，一

律从 10 月份开展节省一两米运动。各级领导干

部也要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坚决反对浪费和贪图

个人享受行为［13］。
“一两米节约运动”继承了我们党在极度困难

时期节约互助的渡荒经验和传统。中国共产党历

来倡导厉行节约，面对灾荒年景更是如此。1942
年至 1943 年晋察冀边区出现灾荒后，边区政府发

出节约救灾指示，规定县以上机关每人每日节约

小米半两，县以下各机关也应尽量节约［14］。1943
年 3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应对灾荒以及预防来

年春荒，领导各机关开展了普遍的节约救灾运动，

对各机关“在供给标准数内，如能节约经费或粮

食，经调 查 实 在，即 给 予 十 分 之 一 的 奖 励”［15］。
1943 年 4 月 1 日，彭德怀指示八路军总部直属机

关和部队即日起每人每日节约小米一两，并号召

大家捐米、捐款，救济灾民。同日，邓小平发表关

于动员全军助民春耕、节约粮食、救济灾胞的谈

话，要求全师官兵开展节约救灾活动，战斗部队每

人每天节约半两小米，后方机关每人每天节约一

两小米，作为救济灾民之用［16］。1945 年 5 月，陕

甘宁边区政府向全体军民发出“关于防旱备荒的

训令”，要求切实开展节约运动，珍惜每一颗食粮，

节衣缩食渡过困难［17］。1945 年冬和 1946 年春，

苏皖边区遭受 40 年来空前大灾荒，边区政府管辖

范围内有灾民 420 万。新成立的苏皖边区政府尽

管财政十分困难，仍拨出 3 亿多元的救灾粮款，帮

助群众渡过灾荒。驻当地的新四军在“节约救灾”
的口号下，干部、战士每天节约二至四两粮救济灾

民，共节余伙食共计小麦 5 700 斤，华中币 4 874
元，烧草 3 515 斤，捐助救灾［18］。1948 年 6 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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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因遭匪祸天灾所造成的严重灾荒，陕甘宁边

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各机关、后方留守部队、学校

发出关于节约救灾的紧急通知，号召立即开展节

约救灾运动，每人每日节约小米一两，停止所有非

急需的修建和购置，共计节约粮食 1 万石，衣物

9 000 件救济灾民［19］。

( 二) “一两米节约运动”在机关和军区

系统的广泛开展

1949 年 10 月 27 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

东签署华北人民政府结束工作的命令，所辖五省

二市归中央直属。10 月 31 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

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办理移交。新生人民政权

建立后，对节约救灾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决定将生

产救灾与节约救灾结合，继续深入开展“一两米节

约运动”，并依托内务部成立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

员会作为指导机关，各地政府机关、团体以及军区

系统迅速掀起节约救灾热潮。
一是建立节约救灾领导机构，制定节约救灾

方针。一切救济机制的核心在于建立统一的救灾

领导机构，适时制定有效的救灾政策方针。1949
年 11 月 7 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成立伊始，便

迅速召开各重灾省区救灾汇报会，强调要贯彻“节

约防灾，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的救灾方

针。11 月 29 日，又专门召开节约救灾会议，决定

成立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继续在中央人民

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内开展节约一两米救灾运

动，时间自 1949 年 11 月份起至 1950 年 2 月底止。
为保证节约的米粮能尽快到达灾民手中，会议决

定该项节约米不折现款，由节约救灾委员会商同

财政部，将每月实扣小米数拨往受灾各省，再由各

省转发至灾区［20］。12 月 19 日，周恩来以政务院

总理名义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号召机关

干部带头响应中央人民政府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

救灾运动的号召。非灾区和城市人民也应发扬友

爱互助的精神，帮助灾区［21］5。1950 年 1 月 6 日，

内务部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强调要

重视节约的作用，提出“非灾区节约与救灾一样

重要”［21］7，10。
二是节约救灾宣传与捐募动员。在节约救灾

运动中，各级党政府组织都注意到了宣传教育和

动员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层级式的政治动员模式，

确保节约救灾政令的迅速贯彻和有效完成。在具

体动员方式上，北京市各界救灾委员会将宣传动

员与捐募工作紧密结合，一方面确定自愿量力的

捐募原则，不得强迫，并以此去教育干部，向市民

作普遍的宣传解释。另一方面，各分会根据自己

的不同情况制定出具体的募集动员办法，有的先

开认捐大会，在负责人内部造成竞捐热潮，然后普

遍推广到全体会员; 有的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救

灾会议，在会上进行动员劝募，或同积极分子普遍

深入各户进行募集［22］。北京市各区各公安派出

所召开群众大会，由中共区委会或区公所干部向

市民宣传节约救灾意义，得到商店及市民热烈响

应。一些派出所的积极分子更自动组织宣传队，

挨门逐户地讲解华北灾情和农民在八年抗战及三

年解放战争中的功绩，说明城乡依存关系，提出

“救人即自救”的口号。经过普遍宣传和有重点的

动员后，大家立刻拥到派出所捐款捐物［23］。石景

山钢铁厂成立了节约救灾委员会，并下设宣传、总
务、审议三股分工负责。总会及直属各分厂均召

开群众动员大会，由四个业余学校讲大课并进行

讨论，让大家对工农的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

进行深入的节约反浪费教育［24］。一些大学举行

了节约救灾劝募动员宣传大会，由校领导做动员

报告，并派劝募小组分赴火车站、轮船码头、旅馆、

饭店等处宣传劝募［25］。在非灾区农村，农村共产

党员和区村干部积极响应上级号召，深入宣传救

灾意义，有的村用引导农民回忆灾荒的办法，激发

群众的同情心［26］。《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围绕

政府的节约救灾政策、节约救灾运动的意义、救灾

运动的开展情况及救灾成绩等，进行了一系列持

续性的报道和舆论宣传动员。从这一时期的各种

报刊史料、文艺作品中，也都可以看到对勤劳节俭

者的表扬和对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现象的批判。

三是各地节约救灾运动的普遍开展。在中央

人民政府的指示下，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团体和

部队积极行动，各地节约救灾委员会相继成立。
北京市于 10 月 4 日由本市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

体共 17 个单位组成北京市各界救灾委员会，由副

市长张友渔任主任委员，各单位同时还设立分会

与支会，全市共有分会 26 个、支会 150 个。北京

市民救灾踊跃，截至 12 月 10 日，北京市民政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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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到救灾物品 52 371 件，现款 5．2 亿元，食粮

121 231 万余斤。这些救灾物资经经政务院批准，

分配给河南、平原、山西等灾区［27］。至 1959 年底，

河北省通过各种形式的节约救灾运动共募集粮食

900 余万斤，款 10 亿余元，共折粮食 1 000 多万

斤，还有大量衣被鞋袜等其他救灾物资［28］。石家

庄市委、人民政府、总工会在新中国成立之日，邀

请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工厂及人民代表 50
余人，在市政府礼堂商讨支援灾区人民问题。会

上，一致通过成立石家庄市各界支援灾区委员会，

号召全市人民节约救灾，开展捐薪、义卖、义演、义
诊及“一碗米”运动［29］。山东省人民政府于 12 月

15 日举行第九次政务会议，批准成立省府机关节

约救灾委员会，号召机关人员自 12 月起到 1950
年 5 月止，每人每月节约粮食 2 斤，并决定将库存

棉花 26 万斤拨给灾区［30］。节约救灾运动并很快

下达至山东省内各级政府，各市县节约救灾委员

会陆续成立。12 月 21 日，济南市总工会向全市各

级工会发出通知，要求迅速建立救灾组织，广泛进

行宣传教育，开展供给制人员每人每日节约一两

米，薪金制人员每人每月节约半个分①运动，为解

救 6 万苦难灾民作出贡献。至 1950 年 2 月，全市

共捐献救灾款 35 046．8 万余元，粮食 7．1 万公斤，

衣物一宗［31］。平原军区部队自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止，每人每天节约一两小米，全区共计节约

111 714 斤，办 公 杂 支 只 7 个 单 位 的 统 计 即 达

425 383 元。此外还有鞋子、单衣、毛巾等救灾物

品，军区各直属单位、军政干校、濮阳分区等个人

捐助达 552 926 元［32］。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自

1949 年 11 月中旬发起节约救灾运动后，一个半月

内节约小米 11 万余斤，捐集人民币 1 亿余万元，

柴票 1 万多斤及大量衣服鞋袜等［33］。大多数机

关、部队内部在开展一两米节约救灾运动的同时，

还继续贯彻了革命战争年代实行的精简节约运

动，如节用水电及办公用品、精简人员等，以节约

开支。各工厂、学校、团体等也热烈响应政府节约

救灾的号召。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人民印刷厂捐

献了 90 多万元［27］。石景山钢铁厂全厂职工 3 397
人，捐助者 3 111 人，占总人数 91%，一月内共捐得

小米 14 794 余斤，平均每人捐助 4．7 斤［24］。北京

各学校至 1950 年 3 月 7 日，经由中央人民政府教

育部 代 收 者，共 计 实 物 小 米 13 349 斤，人 民 券

19 817 997 782 元，折米1 841 631 斤［34］。北京曲

艺公会、北京评剧公会、人民文工团、市文委、中国

青年艺术剧院等单位以及梅兰芳、程砚秋、尚小

云、苟慧生、谭富英等举行了节约救灾义演［27］。
《人民日报》职工除每日节米 1 两救灾外，并在 3
天中捐出小米 3 342 斤，人民券 55 000 元，棉、单、
夹衣共 73 套及其他物品 1 部。北京市公安局看

守所犯人，甚至也自动节粮捐小米 300 斤［35］。

( 三) “一两米节约运动”的二次延展与

社会性深入推进

1950 年春，由于正当春荒严重期间，青黄不

接。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于 2 月 23 日召开

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原本 1950 年 2 月底结束的

“一两米节约运动”再延长开展 4 个月，自 3 月份

起至 6 月底止。5 月 13 日，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鉴于个别地区续有新灾发

生，部分地区夏荒已有发生，会议提议“应有再接

再厉，急需节约三个月之需要”［34］。同时，鉴于 6

月份节约救灾粮款到达灾区时已过麦收，缓不济

急，一致通过将 6 月份各机关节约物资提前于 5

月解交，以便适时拨付各灾区灾民使用。为简便

手续，使节约款及早拨付各灾区，会议一致主张各

机关节约款不再由财政部扣除而由各机关汇总，

直接交内务部。6 月 26 日，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决定，自 7 月份起继续延长

“一两米节约运动”三个月。运动结束后，各机关、

部队自动继续捐助者仍然很多。9 月 22 日，鉴于

灾区生产已基本恢复，灾民生存条件逐步改善，中

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决定“一两

米节约运动”自 1950 年 11 月 1 日起不再开展。

但全国各地自愿的互助互济的节约募捐运动仍然

在继续进行。

这一时期“一两米节约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是，不再局限于政府机关、团体、部队，开始扩大到

全社会各界人民群众，成为全民性的节约救灾运

动。1950 年 2 月 27 日，中央人民政府有关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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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政务院副总理、委员

会主任董必武在《深入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

中提出，政府的救灾方针是“生产自救，节约渡荒，

群众互助，以工代赈，辅之以必要的救济”，今后应

继续号召中央及各地机关团体与非作战部队开展

每人每日一两或二两米的节约救灾运动，并把这

一运动扩展到社会上［21］13-20。3 月 11 日，中央救灾

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指出，节约一两米或二两

米的运动，已取得不少成绩，应把它推广到各界群

众中去，以加强支援灾区。会议并决定由全国总

工会、全国青联、全国妇联等单位发起各城市节约

劝募救灾运动。当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在《我们

一定要战胜灾荒》的报告中指出，目下是面临着春

荒的严重阶段，非灾区和城市的人民要努力生产

节约、支援灾区，机关部队人员要普遍地掀起节约

救灾运动，继续推行节约一两米运动，至灾荒渡过

为止［36］。3 月 17 日，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青年

团等 13 家单位联合召开会议，举行全国节约救灾

运动发起人座谈会，号召非灾区的农村和城市的

同胞应对灾区同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展开

一两( 或更多) 米运动，协助灾区同胞克服灾荒。
会议通过了告全国人民书，决定推动各地所属单

位广泛宣传，推行这一运动［37］。3 月 24 日，政务

院发布了“关于改变粮食加工标准、增加食用粮食

的决定”，要求切实改变粮食加工办法，制作“九二

米”“八一面”①，提倡人人吃标准米面，节约可能

节约的粮食。经初算，如果全国一律不制精白米

和头等面粉，人人只吃“九二米”和“八一面”，则

全国一年可节约粮食 8 亿市斤，可至少养活 200
万人［38］。

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一两米节约运动”在

全国上下党政军民各界轰轰烈烈地展开。首先，

中央和地方机关、团体和部队继续贯彻“一两米节

约运动”方案。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动员全

党全民战胜严重灾荒”的号召，要求自 1950 年 2
月至 5 月，全省各级机关团体一切供给制、薪金制

脱离生产的干部和人员( 部队除外) ，每人每月节

米捐输灾区同胞 5 到 10 斤，得到热烈响应，一个

月 内 就 有 184 个 单 位、20 848 人 捐 助 小 米

523 608 斤［28］。河北省天津专署、中共河北省天

津地委、河北省天津军分区司令部等七机关团体

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表示“誓本中央指示生产

自救节约渡荒的精神”，“保证全区不饿死一个人，

并为恢复生产而奋斗”［39］。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

会和该市各机关团体于 4 月 14 日发起成立上海

市节约救灾委员会，至当年 8 月，共有 1 268 个单

位开展了节约救灾运动，提出节约一两米、一斤

米、一碗菜、一件衣等捐助办法，共募集到捐款 121
亿元，米 30 余万斤，面粉 6 000 余斤，新旧衣物 3
万余件，棉毛被褥 1 000 多条，所捐现款和物资大

批送到皖北、苏北，极大地支持了赈灾工作。上海

市还在市民中发动了“提倡吃糙米”运动，以减少

原粮在加工过程中的消耗，提高出米率和出粉量，

以达 到 节 约 救 灾 的 目 的［40］。华 北 局 机 关 截 至

1950 年 3 月份节约小米 3 583 斤，捐献棉衣 37 件、
单衣 80 件及鞋袜等多双; 华北军区各部队节约米

360 万斤，经财政部分发至河北、平原等省灾区; 华

北人民革命大学节约小米 96 万余斤，很多学生将

自己的金戒指等捐献出来救济灾胞［41］。辽西省

在 1949 年冬市县长联席会议上提出“节约救灾渡

荒”的口号，要求非灾区每人每年节约 250 克粮

食，晒干菜 1．5 至 2．5 公斤，全省共节约粮食 165
万公斤，贮存干菜 950 万公斤［42］。广西省人民政

府提倡广泛开展节约救灾运动，反对铺张浪费，严

惩贪污。要求各地机关每人每天节约粮食二两，

部队每人每天节约一两，并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

救济灾民［43］。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从 3 月 1 日

起，部队每人每日节约一两米，并号召把这一运动

进行到灾荒渡过时为止［44］。文化部电影局为响

应人民政府节约救灾的号召，由该局办公室负责

人报告节约救灾的意义，号召全局工作人员除预

先一次扣除 3 个月的救济米外，并根据个人经济

情况，在自愿原则下，踊跃捐输，仅 3 日内共捐献

薪资米 3 920 斤［45］。
此外，城市中的各界人民发起了支援灾区农

民的救灾劝募和献金热潮。工人、学生、店员、工

商业家，均节衣缩食，捐钱捐物。京津两市工商业

界劝募款项达 12．7 亿余元，粮食 78 万斤［1］14。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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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在 1950 年淮河水灾后，号召非灾区各界人士捐

赠“一碗米、一件衣”，支持灾区人民渡荒。各地纷

纷响应，仅合肥、安庆、蚌埠等五市即捐赠粮食 250
余万斤，华东币 1 400 余万元，豆饼 2 400 块。各

文工团、业余剧社在春节期间，均义演捐献。皖南

区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互助互济和节约捐献运

动，至 1950 年 5 月，全区共募集米、麦、豆、面粉等

杂粮 300 多万斤，节粮近 45 万斤。皖南行署及各

专区、县等机关共节约大米 6．7 万多斤、衣物 1．3
万多件、人民币 4 000 多万元、黄金 2 两［46］。湖北

省武汉市中小学部分师生发起“一千元，一碗米”
的捐献运动，随即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响应，有的

在业工人捐献一天工资，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 2
两米，工商界也解囊捐助。其时，各界共捐献大米

30 420 斤，人民币 6 779 万元［47］。在华北人民革

命大学，师生节约小米近百万斤［41］。
非灾区和轻灾区农村普遍掀起“一碗米”等运

动。河北省委结合实际在 1949 年和 1950 年先后

两次广泛开展“一碗米”等运动，动员社会力量互

济互助。尽管当时各地普遍缺粮，但各地农民仍

以很大的热情参加捐献运动，纷纷提出“天下农民

是一家，一家失火百家救，我们有灾靠邻家，邻家

有灾靠我们”“饥了帮一口，胜似饱了帮一斗”等口

号［48］。邯郸于 1949 年 12 月成立县救灾委员会，

在全县动员群众开展“节约一碗米运动”。全县 5
个区 236 个村为受灾群众捐献小米 14 063 公斤，

杂粮 3 807 公斤。县直单位捐献小米 3 224 公斤，

小麦 100 公斤［49］。满城县在轻灾区和非灾区开展

每人献一碗米、采摘一公斤干山药叶活动，安置救

助灾民上千户，4 000 多人［50］。在全省上下的共

同努力下，河北省各地灾情基本上得到控制，灾民

的生活有了一定保障，讨饭者和吃糠户减少，灾荒

停止发展。山东省部分农村地区也开展了“一碗

粮”“一把米”运动。梁平县于 1950 年 7 月 7 日给

全县各界人士发出公开信，号召节约救灾，开展

“一碗粮运动”，政府拨给大米 1．5 万公斤，群众捐

献大米 2．12 万公斤、谷子 1 569 公斤、杂粮 1 975
公斤、人民币 1 564 元［51］。至 1950 年 6 月，鲁中

南、渤海、胶东等地农村共捐献粮食 1 261 万斤，人

民币 6 221 万元［1］15。江苏省灌云、淮阴两县部分

轻灾或非灾区乡，则成立集谷义仓，积极开展节米

救灾运动。当地农民说: “我们饱时要想到饿时，

过去咱们这儿有灾荒，政府从别处用船运粮来救

济咱们，咱们现在有吃穿了，也应该时刻记着别处

的灾民。”［52］

二、“一两米节约运动”的成效及影响

在人民政权和社会各界的合力救灾下，全国

普遍严重的灾情在最短时期内得到缓解。至 1950
年底，全国绝大部分灾区经过努力都制止了灾荒

的发展。“一两米节约运动”及各种节约募捐活动

在整个救灾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取得了不小

的成效，影响深远。

( 一) 缓解了灾情，救济了大量灾民

《人民日报》1950 年 3 月 11 日载，各地节约救

灾运动已取得很大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节约捐

献救灾粮食已达 2 265 万 8 416 斤。其中，自 1949
年 8 月至 1950 年 2 月 23 日止，原华北各机关及中

央各 机 关 节 约 捐 献，粮 食 达 831 544 斤，钱 款

380 791 107 元，衣物 21 092 件; 北京市机关节约

及社会劝募款共达 764 312 728 元，粮食 78 000
斤，衣物 52 371 件; 天津市全部各种节约劝募共折

款 933 581 247 元; 河北省发起一碗米运动、城市

捐助 及 机 关 部 队 人 员 的 节 约 捐 助 等，共 折 米

8 561 988 斤，钱 款 191 018 627 元，衣 物 52 449
件; 平原省机关节约粮食 40 万斤，衣服 1 898 件;

察哈尔机关节约及群众捐献粮食共 80 万斤，衣被

6 197 件，款折土布 2 193 匹; 华北军区部队 6 个月

节约粮食 360 万斤; 山东省府发起救灾捐献运动，

仅省府直属机关 1949 年 5 月中旬至 10 月底即募

到粮食 307 197 斤，款 16 671 052 元，被服 8 624
件。烟台市与无棣、乐陵等七县市即募到捐献粮

食 421 687 斤，款 156 973 元; 皖北各机关发动乐

捐，募到粮食 500 万斤; 苏北各机关节约粮食达 40
余万斤，同时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委员会及

上海市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共援助原粮 6 000 万

斤，作苏北棉垦水利经费; 河南机关节约救灾粮三

个月一次付出 120 万斤; 湖北一次即募集粮食 5
万斤，机关节约 8 000 斤，由慰问团带给灾区分发;

江西发动非灾区人民捐献物资救灾，募到谷物 1
万市石，约值百万斤。节约捐献救灾仅粮食一项，

如按灾民每人每月 7 斤半计，即可维持灾民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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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1 122 人 30 天的生活［53］。另据中央人民政府

内务部公布的不完全统计数字，自 1949 年 8 月至

1950 年 6 月，内务部代收中央各机关全体工作人

员一两米节约救灾款物，连同前华北人民政府民

政部和北京市各界人民救灾委员会所收救灾款

物，共 计 27 亿 1 563 万 2 000 余 元，粮 食 418 万

3 114 斤，衣物 7 万 6 435 件［54］。《中国灾荒史记》
对此也有记载: 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自 1949 年 11
月至 1951 年底，共节约救灾款 33 亿元，粮食 418
万斤，衣物 7．7 万件［55］。

可见，一两米至二两米的节约运动以及在城

市和非灾区农村进行的节约救灾捐助，是支援灾

区的一种有效办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中国成

立初期国家财政紧张、粮食和救灾经费严重不足

的缺陷。这些节约所得粮食及物资配合政府的赈

粮到达灾区后，使灾区异常严峻的粮食形势得到

及时有效的缓解，成功地救济了大量灾民，并有力

地配合了生产救灾等其他各项救灾工作的开展，

保障了灾民的生活和生产。在一些灾区，节约所

得救灾粮食在政府的赈灾粮中占据了很大比例，

如河北省天津专区发放的 200 多万斤救济粮中有

130 多万斤是由非灾区群众节约得来的［56］。

( 二) 增强了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

巩固了新生政权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民国时期，每逢一次

大的灾荒通常会造成千百万人死于饥荒和百姓流

离失所的局面。1931 年发生的大水灾，在国民党

的统治下饿死人数多达 370 万人。新中国成立

后，新生人民政权所拥有的物质条件与过去相比

并没有本质区别，但中国共产党依然能够通过生

产自救与节约救灾结合的办法，“扭转了历史上无

法扭转 的 灾 难”［21］83，呈 现 出 截 然 相 反 的 结 果。
1950 年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

报告中指出，一年来的救灾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

绩”。去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刚刚成立的一年，面临

着如此严重的灾荒，却基本上保证了“不饿死人”
的口号的实现。虽然有的地方也死了一些人，这

是我们深感痛心的，但与历史上饿殍遍野死亡载

道的景象，迥然不同。而且还与历史上灾后田园

荒芜赤地千里的景象相反，绝大部分被淹田地排

水之后都补种上了，有些地区甚至还新开了不少

耕地［57］。在对平原、山东、河北灾区视察后，他又

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的在灾区提倡副业生

产，实行以工代赈，厉行节约及发动群众进行互济

互助等四项救灾办法都是极有效的”［56］。
“节约一两米”作为个人收入的无偿捐赠，在

那个物质相对贫乏的年代能无私地奉献给灾民，

也实属难能可贵。对受灾民众的精神安慰与鼓舞

甚至远远超过了物质援助本身，成为党拉近与民

众距离的“试金石”。灾区人民深刻认识到“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才是真正为人民的”［21］200-201。他们

到处唱着“毛泽东主席，赛亲娘，发了衣裳又发粮”
的歌子［21］200-201。形成了巨大的向心力，新生人民

政权在群众中的威信迅速提高，社会秩序得到稳

定，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集中力量开展

社会治理工作、建立新秩序等，奠定了良好的群众

基础和社会环境。

( 三) 净化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形成勤

俭节约的良好社会风气

通过在党政机关中推行“一两米节约运动”及

精简节约和反浪费运动，在党员干部中逐渐形成

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办事习惯，党风政风有显著

改变，党群干群关系变得密切。通过形式多样、普
遍深入的节约宣传动员活动，开展“一两米”“一把

米”“一碗米”等节约运动，以及检查落实和评比、
表扬节约模范和批评任意浪费的行为等，使节约

在人民群众中逐渐成为一种行为规范，进一步形

成了崇尚节俭、反对浪费、互助互济的社会风气。
不少灾区提出“生产与节约并重”，发动农业生产

合作社等订立节约计划，做到人人都节约。许多

地方节制用粮，婚丧嫁娶，过年过节，力求节省。
使节约理念为全党、全社会所认知与遵循。此后，

党在厉行节约思想的指导下，根据不同时期的形

势和任务，多次自上而下领导发动大规模的群众

性节约运动，如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以支援抗

美援朝战争，厉行全面节约以积累“一五”计划社

会主义工业建设资金等，逐渐在全国培育了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的“勤俭建国”机制。1957 年，毛

泽东将“勤俭建国”正式确立为重要治国方针。他

强调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

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

个勤俭建国的方针。”［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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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对于全国

性的灾害斗争经验仍不足，在具体的救灾工作中

也不免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偏差。例如，在救灾方

针的贯彻上，尽管党和政府一再严格申令必须依

照自愿原则，务必消除强迫和变相摊派，但有些地

区仍违反这一募捐原则。北京市各界救灾委员会

个别区分会在协助商业会进行动员募集时，为单

纯完成数字，即发生了强迫捐募的偏向: 某纸庄自

愿捐 1 千斤小米，但该区派出所强制其捐 1 万斤，

经过讨价还价最后捐了 3 千斤，这完全违反了自

愿原则。另外一种偏向是非灵活性的摊派。北京

市商业会在救灾之初普遍规定“樽节一斤半米运

动”，但因有些商人政治觉悟低，要么较大商户藉

口上级决定，只出 1 斤半米，不肯多捐; 要么有些

开明商户愿意多捐，但怕突出，引发其他商户不

满。由此反映出这种规定欠妥当，基本上是摊派

性质，失去政治意义。对于这些有违节约方针的

现象和问题，我们党基本上能及时发现，查明真

相，纠正偏向，并从中总结积累经验教训用以指导

下一步的救灾工作。北京市各界救灾委员会总会

针对募集中出现的偏向，第一时间予以纠正，并责

成各区分会协助市商会进行动员募集工作，从此

使节约救灾工作有了新的变化，一般商户自动认

捐，较以前普遍增加两倍，有的甚至超过四倍，而

且得到了很好的反响［27］。

三、“一两米节约运动”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伊始虽然缺少国家治

理经验，在抵御自然灾害方面的机制也尚不完备，

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政党，通过

“一两米节约运动”及节约募捐等社会参与的节约

救灾实践，初步展现出一个先进政党强大的组织

动员能力和危机治理能力。从这场节约救灾运动

实践中，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三点经验启示。
第一，节约救灾不仅是一个关系灾民生活和

生产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和政权

巩固的政治问题。对一个国家而言，自然灾害带

来的风险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风险一样，

如果不能及时化解，那么同样可以危及社会的稳

定以及政权的稳固。新中国成立伊始，新旧鼎革、
民心浮动，人民群众对新政府的救灾工作能力将

信将疑，都在注视着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

权，看灾荒会不会因钱粮少而“饿死人”，新政权能

不能持久? 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

国灾荒进行扩大恶意宣传，断言中国正“面对着四

千万人民，在现在和下一个收获之间挨饿的前途，

数以万计的人会死亡”［59］。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

势背景，党和政府把救灾工作上升到“重大政治任

务”来看待，要求各级政府机关人员率先垂范，积

极开展节约一两米运动及反浪费运动，分担灾区

人民痛苦，从而赢得了民心，稳定了社会秩序，新

生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在很大程度上，节约救灾

运动的政治意义已经超出其经济意义。强调厉行

节约不仅是灾害到来时的应急之策和政治任务，

更是关系到政权稳定甚至民族存亡的重大政治问

题。今天，中国历经几十年发展已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浪费、腐化现象弱化

了党群关系，影响了党的执政根基和执政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指出了厉

行节约于党于国的迫切性和重大意义，要求全党

必须警醒起来，提高对节约重要意义的认识，切实

做到拒腐防变。应当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美德和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深入

人心的重要价值观，并成为严格的制度规范。
第二，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重要法

宝和政治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解决重大突发

事件问题的现实需要，本质上体现的是国家治理

体系的一种突出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

开展节约救灾运动应对自然灾害，反映了党政军

一体化高度集中的举国机制优势。在整个运动过

程中，党统一调度指挥，通盘制定政策，首长亲自

负责，赴灾区实地考察调研，督促检查。地方各级

政府配合行动，积极贯彻中央政策和指示，制定具

体节约计划，以最快的效率宣传动员，确保中央政

策能由上而下及时得到落实。人民军队则以坚决

服从命令的方式节省捐献粮食用品全力支援灾

区，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正所谓“党委挥手，政

府动手，军队帮手”。在这种举国体制下，下级服

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个人利益

服从国家利益。节约救灾运动打破了地域界限，

全国从机关到部队，从城市到乡村，“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灾区和非灾区凝聚为一个联系十分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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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整体，体现了救灾机制的高度一体化。正

是在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之下，最大

限度地弥补了新中国物质条件的不足，使各项救

灾工作卓有成效。当前，各种自然灾害仍在威胁

着我国和人类，不但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甚

至会造成社会的剧烈动荡。2020 年暴发的新冠肺

炎疫情及其在全球的蔓延，更是敲响了警钟。继

承和发展我们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贯主张和优

良传统，发扬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党的集中统一

领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多方资源，形成强大

合力，始终是应对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的信

心和底气所在。
第三，坚持人民至上和走群众路线。人民立

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在节约救灾运

动过程中，党始终以负责任的态度，将人民生命和

财产安全视为救灾工作的最大问题，反复强调“节

约救灾是一个紧急任务，关系着数百万灾民生活

和生产的问题”［60］; 党员干部要力戒官僚主义和

麻痹思想，发扬深入群众的作风，亲自下乡到灾区

进行调查，切实掌握灾情，担负起责任; 要坚持群

众自觉自愿的原则，反对以行政摊派和命令的方

式强迫群众执行; 要组织起人民自己的力量，形成

群众性的节约救灾运动，充分发挥人民这一“最有

保障最可信赖而又取之不竭的源泉”［21］30，由此得

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意味着全新的历史方位，也

意味着国内外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只有始终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坚守人民立场，团结凝聚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应对前进道路上的

各种风险挑战，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推

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四、结 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普遍严重的自然灾害

对新生人民政权形成严峻挑战和危机。中国共产

党在领导灾民“生产自救”的同时，决定沿用革命

年代的危机治理方式，在政府机关和全社会广泛

开展“一两米节约运动”及各种形式的节约捐助。
通过适时制定“节约救灾”重要方针，建立各级节

约救灾委员会组织机构，深入节约救灾宣传教育

动员等，迅速募集起可观的救灾款及救灾物资，不

仅使灾情得到缓解，灾民得到救治，而且增强了民

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巩固了新生人

民政权，并为之后开展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

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这场节约救灾运动

实践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它初步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作为一个先进政党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危

机治理能力，以及坚持人民至上、对人民负责、走

群众路线的信心和理念。
“一两米节约运动”的开展虽是在国穷、救急

与救险之时作出的临时决策，但厉行节约及节约

互助互济的救灾方式自此之后得到不断发展，为

以后的救灾工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成为我国救

灾工作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或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更加

自觉地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验，

整合资源，统筹力量，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

线。由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在党的领导下

构建有效的全民节约救灾机制，厚植国家救灾的

群众基础，引导全社会形成节约共援灾区的理念

和风气，汇聚强大、可持续的力量，仍是值得深入

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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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ng Food and Getting Through the Famine”: The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Saving One Liang Food Movement”

in the Early Days of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SUN Qinmei

(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s broke out in the critical period in 1949． The new people’s regime wa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and tests． In the face of the crisi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imely formulated the important policy of

self-rescue through production and conservation movement． The one liang conservation movement was widely carried out

in government organs． At the same time，the central organ economy and Disaster Ｒelief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as the

guidance organization． Local government organs and military region systems responded positively and gradually expanded

to society． This movement had a wide impact，greatly encouraged the enthusiasm and confidence of the affected people，

consolidated the new people’s regime，and demonstrated the strong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crisis management a-

bil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 series of valuable experiences gained by the movement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isaster relief and preven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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